
中日战争可以避免吗 ?
———兼论“从九一八到七七”的连续性问题

臧运祜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2010年 1月公开发表一年来 ,作为近现代史组的中方委员之一 ,

笔者在关注学界评论的同时 ,也不断反思历时三年的第一期共同历史研究的过程 ,继续思考本人承

担部分所涉及的重要学术问题 。

首先应该指出 ,我们在与日方开始共同研究之初 ,对于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的历史分期 ,即阶段

划分的问题 ,并无多少分歧 ,因而很快就在 2007年 3月于东京会议上达成了共识 。双方同意按照

传统史学的纵向演变过程的表述方法 ,把近代(1840—1945年 ,战前)中日关系历史 ,划分为两个时

期:1840—1931年为第一时期(即“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的开端与演变”), 1931 —1945年为第二时

期(即“第二部战争的时代”);相应地又将以上两个时期(即“部”),分别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章”),

由此构成了本报告书的两部 、六章的形式。笔者所承担的是第二部第一章的执笔和研究工作(后来

根据需要 ,又邀请了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希亮研究员 ,作为“外部执笔者” ,主要承担了

第一节之第五目),日方的执笔者则为日本防卫大学户部良一教授。

我们之所以将 1931—1937年间的中日关系(中方惯称“从九一八到七七” 、日方习称“从满洲事

变到日中战争”)作为第二部“战争的时代”之第一章 ,也就是要表明:双方都认为这是“战争时代”的

组成部分 ,即其前期或第一阶段;它与后续的两章(“日中战争” 、“太平洋战争”)一起 ,共同构成了第

二部“十五年战争”的三个历史阶段 。虽然在中日两国学界 ,历来都重视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但在

共同历史研究开始之初 ,双方委员们并未就此展开过多的讨论就达成一致了上述共识 ,这一方面说

明了两国学界对于日本“十五年战争史”达成了重要共识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从九一八到七七”

的重要历史定位 。这不但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 ,也为共同历史研究的迅速展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

但是 ,问题并没有随着上述分期问题的迅速达成而完全得到解决 。双方在分别完成执笔报告

之后的几次共同讨论中 ,对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关系的走向 、华北事变前后中日关系的状况 、全

面战争前夕日方有无计划性等三个问题 ,展开过多次争论。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 ,双方分别对初稿

进行过两次修改 ,最后形成了发表的正式文本 。笔者拟在中方报告书的基础上 ,就上述三个问题 ,

继续发表自己的见解 。

一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关系的走向

关于九一八事变(即日方所通称之“满洲事变”),双方虽然在事变发生的近因与具体过程上还

有些争论 ,但对于其性质问题并无异议 。在九一八事变以后 ,中日关系历时六年 ,并没有迅速走向

全面战争 ,因此 ,如何看待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关系的走向 ,就是需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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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指出的是 ,中日史学界对于九一八事变的下限问题 ,一直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学界一

般认为是在 1932年 9月日本承认伪满洲国 ,日本学界基本上以 1933年 5月《塘沽协定》的签订为

标志 。笔者在报告书和本文所述 ,遵从中方的一般见解 。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 ,迅速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 ,并在一二八事变的硝烟掩护下 ,迅速扶

植了伪满洲国 ,随后予以外交上的承认 。这个历史过程是非常清晰的 ,无需赘述 。问题在于九一八

事变期间 ,日本的对华政策是否仅限于侵占东北三省 、扶植与承认伪满洲国 ?

日本学界之所以将“满洲事变”的下限划定为 1933年 5月《塘沽协定》的签订 ,其实已经清楚地

表达了他们的看法。笔者曾在拙著(《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

的基础上 ,专门发表论文指出:日本在九一八事变期间 ,就已经通过发动“天津事变” 、酝酿华北政

策 、计划新的对华政策 ,并以热河 、山东省为重点 ,开始了向中国华北的扩张 。① 坚持“十五年战争

史观”的日本学者安井三吉先生 ,在其后的大作中未称“满洲事变” ,并专门论述了“柳条湖事件与华

北问题” 、“热河作战与华北问题”等内容 。② 为弥补中方研究报告书之不足 ,兹继续略论如下:

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 ,9月 24日 ,日本政府发布了《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一次声明》 ,声称将采取

“不扩大”方针。③ 30日 ,陆军省 、参谋本部研究并制订了《关于解决满洲事变的方针》 ,不但提出了

“解决满蒙问题的目标” ,而且进一步提出了“对中国本部的方策” 。④ 10月 8日 ,陆军三长官(陆相 、

参谋总长 、教育总监)共同决定的《处理时局方策》 ,以上述文件为基础 ,除了满蒙政策之外 ,又分别

规定了对于“中国本部”的政策;9 日 ,陆相南次郎向若槻首相提出了这个文件 ,要求政府迅速确立

方针 。⑤ 18日 ,前陆相白川义则赴满洲视察出发之前 ,陆相南次郎在委托他向关东军传达的事项

中 ,不但包括了这份文件(但仅限于向关东军司令官出示),而且特别说明了军部制订上述政策的过

程。⑥ 在事变后的一个月之内 ,日本军部与关东军之间 ,关于满蒙政策与对中国本部政策 ,已经达

成了一致 。

10月 26日 ,日本政府发布了《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二次声明》 ,提出了为应付国际联盟而进行日

中直接谈判的要求。⑦ 与此相呼应 ,陆军省在征得外务省的谅解后 ,于 11月 4日制订了《对列国的

政策》 ,分别规定了对英国 、美国 、法国 、国际联盟及苏联的有关对策。⑧ 12月 13日 ,若槻内阁总辞

职 ,犬养毅内阁成立 。23日 ,陆军省 、参谋本部在前述《处理时局方策》的基础上 ,商定了《处理时局

纲要案》第一案 ,除了满蒙政策之外 ,还规定了对于中国本部的两项政策。⑨

1932年 1月 6日 ,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 ,返回东京与陆军中央部商谈期间 ,得到过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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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犬养内阁的陆军省 、海军省 、外务省协定的方案《处理中国问题的方针纲要》。这份文件除了在形

式上改称“中国问题”之外 ,在内容上几乎就是上述《处理时局纲要案》的翻版 ,仍然分别规定了对满

蒙与中国本部的政策 。① 14日 ,芳泽谦吉出任外相 ,他完全同意上述文件的主旨 。② 犬养内阁随后

于 2月 17日设置“对满蒙实行策案审议委员会” ,并规定对满蒙实行策各项方案的立案依据就是上

述《处理中国问题的方针纲要》 。③ 3月 9日 ,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执政 。12日 ,犬养内阁阁议决定了

《处理满蒙问题的方针纲要》等文件 。④ 随着《处理中国问题的方针纲要》作为国策文件的地位被确

立 , “对中国本部政策”也正式上升为日本在“满蒙政策”之外的国策。

5月 26日 ,斋藤实内阁成立 ,7月 6日 ,原满铁总裁内田康哉担任外相。为了满蒙问题而不惜

采取“焦土外交”的内田外相 ,上任之后 ,围绕着国际关系中的时局处理方针问题 ,与陆相 、海相进行

了多次协商 ,后经过首相和其他阁僚的同意 , 8月 27日斋藤内阁阁议决定了《从国际关系出发的处

理时局的方针》 。⑤ 它首先规定了日本外交的核心是“采取自主的立场 ,为实现治理满蒙而迈进” ,

并规定沿用犬养内阁 3月 12日的阁议决定。这就不但继承了满蒙政策上的一贯立场 ,也为不久(9

月 15日)的承认伪满洲国奠定了基础。但这份文件的重点并不在于此 ,它要规定的乃是日本围绕

满蒙政策而必须处理的对中国本部的政策 ,以及对英 、法 、美 、苏等列国的政策。为此而首先规定的

对华政策 ,提出了将“对满蒙政策”与“对中国本部政策”区别开来 、分别对待的方针;在对中国本部

的政策上 ,虽然在正文中规定的方针是“主要使其发挥贸易及企业市场的性能” ,但又规定当前要按

照附件甲号的“对中国本部政策”进行处理。该附件则规定“我方要密切注视因近来中国本部的地

方政权愈加明显的分立状态而带来的政局演变。对采取比较稳健态度的政权 ,应尽可能尊重其立

场及体面 ,或者进而采取善意态度 ,使其有利于我方”;“在情况允许之时 ,努力谋求与各地方政权之

间实际解决各种案件 ,并避免发生事端” 。该附件还规定了日本对于上海方面 、沿海及长江沿岸地

区以及“山东地方及华北”的不同对策;对于“山东地方及华北” , “万一该地区治安发生显著混乱 、帝

国臣民的生命财产及其他重要权益绝对需要保护时 ,就应当出兵” 。⑥

自从 1927年 7月田中义一内阁在东方会议上决定的对华政策将满蒙与中国本土分离的方

针⑦以来 ,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即将结束之际 ,由斋藤内阁阁议决定的上述文件 ,具有承前启后的过

渡意义。如同犬养内阁在满洲事变期间阁议决定了日本的对满蒙政策一样 ,斋藤内阁阁议决定的

这份文件 ,标志着在事变之后 ,日本的对华政策已经完全转向了“对中国本部政策”。

10月 5日 ,陆军次官以“陆满 1489号”电报 ,向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通报了阁议决定的上

述《对中国本部政策》 。⑧ 1933年 2月 23日 ,内田外相致电驻华各总领事 ,重新解释了上述对华政

策。他说这不过是把以前的一贯方针 ,重新以阁议的方式加以决定 ,陆海军方面已经贯彻 。他还把

上述文件中的对华政策内容加以综合 ,取消了原先的附件形式 ,而改称《处理对华时局的方针纲

要》 ,其要点计有五项 。⑨ 内田外相的这个解释 ,就使得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的“对中国本部政策” ,

进一步明确而完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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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日本政府与军部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决定的在“满蒙政策”之外的“对中国本部政策” ,

实际上就是日本将继续向以华北为中心的中国本土进行侵略与扩张的政策 ,它因此决定和规定了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关系的走向。

根据上述内容 ,我们自然可以认定九一八事变就是日本“十五年战争史”的开端 。在九一八事

变 10年之后的 1941年 ,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前夕 ,陆相东条英机 9月 18日在“纪念满洲事变

十周年”的演讲中 ,即宣称“满洲事变”是日本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先驱①;外务省条约局在首次

编纂的《大东亚共荣圈关系条约》中 ,亦将 1932年 9月 15日日本承认伪满的《日满议定书》 ,作为其

“大东亚共荣圈”的第一份条约文书 。②

二　华北事变前后中日关系的状况

九一八事变后 ,中日关系虽在 1933年上半年由于日军发动热河 、长城作战而一度再现紧张的

局面 ,但随后的相当一段时期 ,直至 1935年下半年 ,都呈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因此 ,如何认识

1935年华北事变前后中日关系的状况 ,不仅关系到“十五年战争史”的构成问题 ,也关系到九一八

事变与七七事变的连续性问题 。

首先就是关于 1933年上半年中日关系的定位问题 。如上所述 ,日方由于将“满洲事变”的下限

定位于 1933年 5月《塘沽协定》的签订 ,因此战后学界所述 ,基本上沿袭了战前的史观 ,即认为这一

时期乃是“满洲事变”的收尾 、终点阶段 。③ 笔者虽然并不否定这一时期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结束”

意义 ,但重点是要结合研究日军在热河 、长城作战期间的“华北谋略”以及分析《塘沽协定》的“启后”

意义 ,论述其作为日本实施上述华北政策 、向华北扩张的开端标志。④ 这不但反映了中国学界的一

般看法⑤ ,其实在日方也有不少类似的见解 。当时主持与中方谈判 、签订《塘沽协定》的关东军代表

冈村宁次 ,即认为该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之间我国长期对外政策中的境界点” 。⑥ 堀

场一雄在其战史名著《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中 ,通过反省后也认为:“国策越过了山海关 ,就演变为

支那事变 。”⑦日本著名的“十五年战争史”专家江口圭一 ,虽然也将《塘沽协定》作为满洲事变的终

点 ,但也同时指出:“《塘沽协定》形成了日本以现地军为先锋的继续 、扩大侵略的华北分离工作的立

足点 。”⑧

关于 1933年 5月《塘沽协定》之后到 1935年华北事变期间的中日关系的状况 ,日本不少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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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报告书》 ,第 187—188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第十二章第一节;中国史学会等

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十三·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7年),第一卷“七七之前” ;中央档案馆等合编:《日本帝国主义

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事变》(中华书局 2000年),第一部分;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

(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年版。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1),東京:朝雲新聞社 1967年版 ,第 338页。

堀場一雄:『支那事変戦争指導史』,東京:原書房 1973年版 ,第 738页。

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小史新版版』,東京:青木書店 1991年版 ,第 74页。



认为这是“小康状态” 、“安定化”的时期 ,这也是有些日本学者否认“十五年战争史”的一个重要理

由。日方的报告书反映了这一见解① ,其执笔者户部良一教授随后继续发挥了他的看法。② 笔者尊

重日方学者的学术见解 ,但是要补充以下两点反论:

(一)中日关系“安定化”的中方因素

迄今日本学者所论 ,基本立足于日方因素 ,指出在这一时期 ,日方在“广田———重光外交”的主

导下 ,压抑了现地日军的“独走” ,而致力于探索实现“安定化” ,华北当局与日方的现地交涉则是一

个模式。作为主宰当时中日关系的矛盾之主要方面 ,笔者并不否认广田外相的“协和外交” 、有吉明

大使的“水鸟外交”等 ,对缓和中日紧张关系的作用 ,但也注意到之所以会一度出现中日关系“安定

化”的局面 ,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政策和汪精卫 ———唐有壬———黄

郛等亲日派的妥协外交 ,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对于这个问题 ,中国学界以往长期忽略之 ,但近年

来中国学者发表的大量专著 ,对此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 ,可以为证而无需赘述了。③

笔者因此想指出的是:在 1930年代中期 ,实现中日关系的“安定化” ,并非日方的一厢情愿 ,如

果没有中方的主动和配合 ,那才是水月镜花般的虚幻。而如果仔细研究中国资料 ,可以发现所谓实

现中日亲善及其高潮 ,其实更多地倒是中方的一厢情愿 ,而日方的回应则不过是将驻华公使馆升格

为大使馆这样一件徒具虚表之形式 。对此 ,笔者曾参阅新近在美国公开的《蒋介石日记》 ,并结合有

关最新资料 ,论述了蒋介石在发表《敌乎 ?友乎?》之后 ,主动提出对日政策“三原则”来改善 、缓和中

日关系 ,而日方则以“广田三原则”来加以抵制和对抗 ,终使两国关系持续紧张到 1936年底的历史

过程 。④

(二)中日关系丧失“安定化”机会的日方因素

与以上问题相关联 ,日方学者注意到了“安定化”遭遇的挫折 ,并认为“安定化”丧失了机会 。⑤

关于丧失“安定化”机会的原因 ,则更多地指出了来自中方的因素 ,比如中国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

等。如同将日本侵华归因于中国排日 、抗日这种倒果为因的逻辑一样 ,这个问题大有学术讨论的

必要 。

笔者拟结合 1930年代中期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 ,作一简单的考察:1933年初日本开始了

新的侵华阶段之后 ,日本政府以 9月广田弘毅出任外相为契机 ,根据新的国际形势的变化 ,在 1932

年 8月 27日阁议决定的基础上 ,10月由五相会议制订了《外交方针》之“对华方策” 。1934年 4月

的“天羽声明”事件之后 ,外务 、陆军 、海军三省当局 ,奉命继续协商其具体政策 ,并于 1934年 12月

7日决定了《关于对华政策的文件》 。该文件不但把上述“对华方策”进一步具体化 ,而且指导了即

将付诸实施的华北政策 ,因而成为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华政策基本形成的标志 。1935年华北事

变高潮之际 ,10月 4日 ,外务 、陆军 、海军三省决定的《关于对华政策的谅解》及其附属文书 ,既以广

田三原则敷衍了中国政府提出的三原则 ,又肯定了去年政策的继续有效性 。这些政策相继被传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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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从九一八到七七》 ,台北:“国史馆”1995年版;许育铭:《汪兆铭与国民政府———

1931至 1936年对日问题下的政治变动》 ,台北:“国史馆”1999年版;周美华:《中国抗日政策的形成———从九一八到七七》 ,台北:

“国史馆”2000年版;李君山:《全面抗战前夕的中日关系》 ,台北:文津出版 2010年版;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 ,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彭敦文:《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及其变化———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鹿

鍚俊:『中国国民政府の対日政策　1931—1933』,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2001年版。

臧运祜:《蒋介石与中日三原则谈判》 ,《民国档案》2010年第 4期。

戸部良一:「日中関係安定化の機会喪失(一九三三—一九三七)をめぐって———最近の研究動向から———」,『国学院雑

誌』第 97巻第 6号 , 1996年 4月。



贯彻之后 ,遂成为日本发动 、推进华北事变的指导与依据。①对于此过程 ,1935年 4月 8日 ,在日本

驻华公使有吉明奉命召集的驻华领事会议上 ,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1936年 4月后升任驻华大使)

曾在发言中坦承:“年来对华交涉 ,均集中于华北问题 ,而本总领事馆又适在华北区域内 ,故参与重

要交涉较多……其一切交涉方针及处理方法 ,均事先得外务省及军部批准 ,总领事不过其中负责共

同交涉之一员而已。”②

日本政府 、军部共同决定的这些政策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仍然前后连贯 、一脉相承。那么 ,所谓

“华北事变”的责任 、中日关系丧失“安定化”机会的原因等问题 ,不是已经很清楚的了吗? 就连九一

八以后在对日问题上一直唱低调的胡适先生 ,闻知日本发表了“天羽声明”之后 ,也迅速发表文章 ,

指出这是“日本东亚门罗主义的最新纲领” ,并认定广田外相的“协和外交”原来还是内田外相的“焦

土外交” 。③ 胡适作为中国的时人和国人的这种认识 ,应该是深刻而合理的。

三　全面战争前夕日本侵华的计划性

1935年底达于高潮的华北事变 ,不仅结束了《塘沽协定》以后中日关系的“安定化”局面 ,而且

把此后的中日关系推向了剑拔弩张的高度紧张期 ,即处于全面战争的前夕 。日本在二二六政变后 ,

迅速走向了法西斯主义道路 ,广田内阁全面确立了以分离华北为中心的对华政策 ,军部制订了

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中国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以后 ,确立了新的对日政策 ,在“最后关头”到来

之前 ,进行了全面抗战的准备 。因此 , “华北事变”不但是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的连接点 ,也构成

了日本“十五年战争史”的阶段性标志。④

1936年间至 1937年上半年的全面战争前夕 ,日本有无对华战争的计划性? 这个问题既关系

到从九一八事变到日中战争的连续性问题 ,也影响到七七事变的必然性问题的判断 。与日方报告

书更多地关注战前中日之间的各个具体事件的写法不同 ,中方报告书更多地立足于中日两国当局

的决策过程与政策和计划的本身 ,来论述走向全面战争的必然性。由于此事变的发生问题不在本

章的讨论范围 ,笔者主要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一)关于日本对华政策的全面确立与再确立的过程

1936年 1月 9日 ,参谋本部发表《华北自治运动的演变》 ,在总结以往华北工作的基础上 ,提出

了“华北明朗化”的政策目标。⑤ 13日 ,陆军省对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发出《处理华北纲要》的指示 ,进

一步明确了华北五省自治的政策。⑥ 17日 ,陆军省通报驻华官员:外务 、海军方面对于上述宗旨 ,没

有异议。⑦以第一次《处理华北纲要》为标志 ,华北政策正式成为日本的国策 。

二二六政变之后 ,3 月 9日 ,前外相广田弘毅组阁 , 4月 2 日 ,前驻华大使有田八郎出任外相 。

随着“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恢复 ,在军部国策的左右下 ,广田内阁的对华政策全面确立下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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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运祜:《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 ,《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 2期。

《日帝国主义侵华之阴谋———日本驻华领事会议记录》 ,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1937年印行 ,第 71—72页。又见杜春

和 、耿来金整理《1935年日本驻华总领事会议记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近代史资料》总第 86 号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158页。

胡适:《“协和外交”原来还是“焦土外交”》 ,《独立评论》第 98期 , 1934年 4月 29日。胡氏此文作于 4月 23日夜。

对于中方所称的“华北事变” ,日本战前和战后的学界一般称为“华北工作” ;最近也有日本学者专门研究了“华北事变” 。

如 ,内田尚孝:『華北事変の研究———塘沽協定と華北危機下の日中関係一九三三———一九三五———』,東京:汲古書院 2006年版。

島田俊彦 、稲葉正夫編集·解説:『現代史資料 8·日中戦争 1』,東京:みすず書房 1964年版,第 128-134页。

『主要文書』下巻 ,第 322-323页。

『陸満密綴』昭和十一年第七号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



月 7日 ,首先召开的“五相会议” ,决定了《国策基准》 ,规定日本“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 ,同时向

南方海洋扩张发展”的根本国策;随后召开的“四相会议” ,决定了《帝国外交方针》 ,规定了日本的对

外政策 ,关于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 ,则规定参照 1935 年 10 月 4日的对华政策决定。① 11日 ,广田

内阁的有关各省决定了《对华实行策》② ,同时还决定了《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 。③ 上述一系列文

件 ,标志着日本以华北政策为中心的对华政策的全面确立。

1936年底中国绥远事件的爆发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宣告了日本贯彻既定对华政策的挫

败。1937年 1月 23日 ,广田内阁总辞职。2月 2日 ,林铣十郎内阁成立 。3月 3日 ,佐藤尚武就任

外相 ,继续调整对华政策 。4月 16日 ,外务 、大藏 、陆军 、海军四大臣共同决定了《对华实行策》和

《指导华北方策》 。④ 此次最大的变化在于对华北的施策 ,取消了“完成以华北民众为中心的分治政

治” ,规定当前的策略主要是进行以华北民众为对象的经济工作以及文化工作。⑤ 但“佐藤外交”在

对华政策上的调整 ,并未改变前内阁的根本对华方针 ,并伴随着 5月 31 日林内阁的总辞职而宣告

夭折 。

6月 4日近卫内阁成立 ,广田弘毅再次出任外相 。在对华政策上 ,近卫首相 12日说:还是广田

内阁时代的三原则为好;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随后表示:要采用广田内阁时代决定的《对华实行策》

及《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1936年 8月 11日)。⑥ 广田外相 20日在给驻华大使川越茂的训令中 ,

指示他归任后 , “对佐藤外交之后退色彩予以修正” 。⑦ 否定“佐藤外交”而回归到 1936年 8月广田

内阁的对华政策 ,就成为近卫内阁在对华政策上的选择 。7 月 6日 ,在近卫内阁阁议上 ,广田外相

认为:日本的对华外交方针 ,除了毅然推行正确政策之外 ,别无他途;他的意见 ,得到了全体阁僚的

一致同意 。⑧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的 7月 15日 ,近卫内阁情报委员会发表了外务省编辑 、“绝密”标示的“时局

宣传资料” ,其中一份《关于对华政策》的文件 ,共分三部分:1.对华政策的基调 ,规定与 1934年 12

月 7日外务 、陆 、海军三省有关课长之间决定的《关于对华政策的文件》相一致;2.对华三原则 , “即

1935年 10月有关各省决定的所谓对华三原则” ,亦即“广田三原则” ;3.对华施策的纲要 ,则是将上

述目标和原则在政策实施上进行的细化 。⑨ 上述文件 ,就将七七事变以前日本的对华政策及其继

承关系 ,进行了最好的总结。

以上所述在全面战争前夕 ,日本对华政策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而在卢沟桥事变之际确立

的对华方针 ,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日本侵华战争在决策上的必然性吗? 它因此也成为战后东京审判

对于广田弘毅判决的历史证据之一 。 10

(二)关于日军对华作战的计划性

由于近代日本在军政体制上的特殊性 ,日本政府主要以外务 、陆军 、海军三省决定的上述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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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日大使馆致南京外交部电(1937年 6月 20日),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印《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台北:

1966年印 ,第 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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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ノ対支外交政策一件』(第七巻),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外務省記録:A.1.1.0.10。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之对于“广田弘毅”的判决书 ,群众出版社 1986年版 ,第 576页。



政策 ,虽然部分地体现了军部的意图 ,但军部势力对政府的决策 ,未必就是上行下效 、令行禁止的 ,

以致经常出现日本学者所谓军部“独走”以及“下克上”的现象。但在问题的另一方面 ,我们仍应看

到日本对华作战上的计划性及其与上述政策之间的关联。

1936年 8月 ,参谋本部制订了“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 ,其中规定:在华北 ,将用 8个师团 ,占

领北平 、天津等地 ,在华北五省作战;在华中 ,将用 5个师团 ,一部进攻上海 ,一部在杭州湾登陆 ,两

军策应向南京作战;在华南 ,将用 1个师团占领广州一带地区。军令部对此采取了同一步调 ,规定

日本海军要协助陆军占领中国各战略要地。① 据此 ,日本陆军在 1936年 9月开始的对华作战年度

内 ,将使用 14个师团的兵力 ,而大大超过了上一个年度的 9个师团;其中在华北作战 ,则由 5个师

团增加到 8个师团。② 军令部继 1935年 9月 3日制订的《1936年度帝国海军作战计划》之后 ,也于

1936年 9月 3日制订了《1937年度帝国海军作战计划》 ,以上两计划均规定了日本海军在中国华

北 、长江及江南方面的作战计划。③ 9月 15日 ,中国驻屯军根据参谋本部此前的有关计划 ,制订了

《昭和十一年度华北占领地统治计划书》 , 于 23 日上报陆军省 ,提出了将要占领 、统治华北的计

划。④ 参谋本部 、军令部制订的 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 ,虽然属于例行的年度计划事宜 ,但如果联

系到它们出台的时机 、计划内容的变化以及全面侵华战争以后的实际行动 ,就很难否定它们与日本

上述对华政策之间的关联性了 。即使中国驻屯军的上述计划书 ,虽然源于参谋本部 1933年 9月的

文书及该军 1934年 3月的计划 ,但恐怕也很难区割它与日本政府同时的分离华北政策 、为此而增

强中国驻屯军的措施 ,以及七七事变以后日军殖民统治华北之间的必然性关联 。⑤

关于七七事变前夕日军的对华作战计划 ,如果学者们可以找到更多的军部战前的机密文书 ,特

别是中国驻屯军以及关东军的有关档案 ,上述问题相信自可迎刃而解。但遗憾的是 ,直到目前为

止 ,我们似乎还只能举出以上三份文书 。而同样更加遗憾的是 ,由于在战败投降前后 ,日方有计划 、

大规模地销毁了与侵华战争有关的大量外交与军事文书 ,这就为所有奉行实证主义研究的后世历

史学者们 ,在现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上 ,留下了永远的缺憾 。⑥ 而这种特殊而客观的“缺憾”情况的

存在 ,就使得我们在研究中日战争史上 ,既不能以“如果”来假设史实 ,也不能以仅有的材料来轻易

断论 ,而只能通过关注历史事实之间的关联性 ,来寻求其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逻辑了 。对此方

法 ,我相信日本学者也不会否定吧 。

孙子曰:“兵者 ,国之大事也。”在近百年的历史上 ,两次中日战争所给予近代中日关系的影响是

重大而深远的;而第二次中日战争甚至影响到了战后 。因此 ,正确研究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乃是从

学术层面解决中日历史问题的关键所在 。为此 ,如何在研究 、总结“史实”的基础上 ,产生出正确的

“史识” ,既需要正确的“史观” ,也需要科学的方法 。通过此次共同历史研究 ,中日两国的学者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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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東京:朝雲新聞社 1975年版 ,第 102-104页。

关于 1936年度的对华作战计划及其与 1937年度计划的对比 ,参考『戦史叢書· 大本営陸軍部』(1), 第 368-370 、412-

414页。

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編:『史料集　海軍年度作戦計画』,東京:朝雲新聞社 1986年版 ,第 18-32 、48-61页。

美国国会图书馆制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日本陆海军档案》(缩微胶卷), Reel109 , T784 ,第 18798—18857页。

1936年 4月 17日 ,广田内阁决定加强中国驻屯军 , 18日 ,陆军省命令该军实行新的编制:军司令官为天皇“亲补职” 、兵力

增加到三倍 、由一年轮换制改为“永驻制”(『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第 71页)。关于该文书的考证与研究 ,参见臧运

祜:《关于一份七七事变前夕日军阴谋侵占华北的机密文书的考论》 ,《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 3期;永井和:『日中戦争から世界

戦争へ』第一章 ,京都:思文閣 2007年版。

臧运祜:《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永远的缺憾———关于日本投降前后烧毁文书的情况及其他》 ,《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 5

期。



都有同感 。

本文通过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再探讨 ,笔者的最终见解如下:

就 1930年代的中日关系史而言 ,作为中日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 ,日本的对华政策及其由此产

生的对华行动 ,无疑具有主导的地位和制约的作用 。因此 ,就本文以上所述“从九一八到七七”的日

本对华政策与行动的连续性而言 ,笔者认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 ,并因此赞同日本学界的“十五年战

争史”观。

但在问题的另一方面 ,虽然中国人民从九一八那个苦难的时候就开始了局部抗战而可以笼统

地称为“十四年抗战史” ,不过 ,考虑到中国局部抗战的间断性而非连续性的特点 ,并从中日民族矛

盾的逐渐演变过程来看 ,即使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举国 、全民族的全面抗战仍

然是七七事变以后的事情 。笔者因此同意并坚持中国学界传统的“八年抗战史”观。①

(作者臧运祜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徐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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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的“八年抗战史”(1937—1945),本来是一个历史上的惯用语。 1980年代以后 ,中国有些学者提出了“十五年抗战史”

(1931—1945)的说法(如 ,王维礼著《中日战争 15年及其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年版),并由此产生了一些著作(如 ,胡德坤著

《中日战争史》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 ,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1—1994 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年版;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

争史(1931—1945)》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何理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到 2005年 , “十四年

抗战史”似成定论。但是 ,迄今仍然有相当多的中国学者坚持“八年抗战史”观(如刘大年 、白介夫主编:《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

争的八年》 ,北京出版社 1997年版;张振鹍:《抗日战争:八年还是十四年 ?》 ,《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 1期;王桧林:《论“十五年中

日战争”与“八年抗战”》 ,《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 1期;曾景忠:《中国抗日战争开端问题再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纪念七七事变爆发 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115—149页;章百家:“八年抗战”更准确,

ht tp:// dangshi.people.com.cn/GB/ 173577/ 12620573.html.)。


